从大的人文视野看，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堪称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种突出体现或曰表征，当然，其本身也正是构成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具有浓重文化意味的民族艺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之中，如同其文化结构会有若干不同层面一样，它也会有不同的层面。这不同层面往往是随着大的人文背景与文化机制的变化而生成和变化的，一方面关系着其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有益于实现丰富的美学价值取向的选择。

中国各民族、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艺术，从产生到发展都普遍具有突出的民间性特质。而这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各民族艺术的特色性状，其中有的是属于根性关系。可是，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民间艺术面临着强有力冲击，出现被冷落的处境，甚至有的面临消逝的危局。这会直接影响到民族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同时面对这样两个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一是从民族艺术的生成规律而认识其民间性特质，以把握其内在血脉，再者即面对当下而探寻其新的生存与发展之路，以激发其新的生机。

一

民间性是传统的少数民族艺术的一个重要特性。历史地看，各少数民族的艺术几乎毫无例外地产生于民间。民间是民族艺术的土壤，也是其根系所在，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艺术都不可能缺少“民间的”这个层面——可以说，没有这个层面的存在，便意味着本民族艺术事实上的衰亡。民间层面的民族艺术，往往从本民族民众间的日常生活中自发地产生，以表现民众通俗的趣味和自娱的需求，它是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朴素且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与传承关系。民间层面的民族艺术通常是与本民族民众的日常生活、生存状态相适相谐的。恩格斯指出：“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1］401与“民间故事书”一样，其他种种民间艺术形式也都是为民众所乐于接受或参与，并可从中获得愉悦或精神调适。

考察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尽管可以发现彼此间有着种种显而易见的差异，同时可见出其在产生和发展轨迹上的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体现在民间层次上就有这样几个相同点：一是生成于本民族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习俗之中，是自然而然的；二是每个民族的艺术都经历过民间层次较长久的传承和演化过程；三是各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基本特色与风格主要形成于民间层面，而且由此而形成的特色与风格影响深广，包括影响到专业层面。

蒙古族是音乐的民族，而其丰富的音乐构成首先当推来自民间的民歌。茫茫草原可谓民歌的海洋，曾有过狩猎歌、牧歌、赞歌、宴歌、情歌、思乡曲、婚礼歌、长篇叙事歌等多种体裁的民歌。这各种体裁的民歌都与生息于内蒙古大草原的人们的劳动、生活、习俗等密切相关，并形成鲜明特色。如蒙古族牧歌便产生于蒙古族人长期的游牧生产劳动，是牧人们放牧时唱的歌，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写照。

与蒙古族民歌相同，回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之一“花儿”，也是首先突出民间性的。“花儿”是地处西北的回族人民在特定地域环境和生活、生存状态中传情达意的产物。其歌词往往是即兴创作，十分口语化，且不避俚语俗词，质朴粗犷，而且歌唱者往往十分投入与执著：“花儿本是心里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人们在山间、田野等空旷的环境无拘无束地唱和应答，交流感染，既快且乐，不失为一种美的境界。

再从舞蹈艺术来看。舞蹈也是各个少数民族普遍产生最早、流传久远且影响很广的一种艺术形式，而无论是创生，还是接受与传播，它的民间层次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从处于北疆的蒙古族舞蹈、维吾尔族舞蹈、哈萨克族舞蹈、藏族舞蹈等，到置身南国的苗、壮、侗、水、瑶、黎、傣、彝等各少数民族舞蹈，都无不具有突出的民间性。

民间层面的各少数民族的艺术是非常丰富的，除上述的歌舞之外，还有文学、绘画、雕刻、工艺、建筑、服饰、戏剧，等等，都无不在各民族的民间获得丰厚的滋养，并得到了充分发展，以至形成底蕴深厚而又独具特色的美学品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间不仅是各民族艺术的沃壤，而且同时蕴含着丰富的艺术智慧和超拔的创造力。就少数民族的长篇叙事诗而论则堪称奇观。在中国的民间文学艺术宝库中，少数民族长篇叙事诗占有重要地位。与汉族的长篇叙事诗相此，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在汉族民间文学史中，长篇叙事诗并不多，其代表性的作品只有《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几篇，而且规模也算不上宏大。而少数民族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则展现出了各民族五彩缤纷的世界，如维吾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木》、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彝族的《阿诗玛》等。据有关资料介绍，仅云南傣族地区就有长篇叙事诗五百五十多部，目前仍在民间流传的有三百多部。少数民族的民间长篇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其规模也往往十分宏大，有的堪称是本民族的“百科全书”，其影响力既广且深。

再从表现、传播与接受方面来看民族艺术民间性特质。民间化、仪式化、传情化，是“原生性”民族艺术的基本特性，在传统的艺术活动中，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与接受者各方通常是共时态直接参与的，并共同营造着“即时即地”的艺术情境与艺术氛围；有些艺术活动中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接受者的身份角色是在随机互换着的（有的则是创作者、表演者、接受者“三位一体”），如许多民族地区民间节日的歌舞活动、对歌活动等。这表现出传统的民族艺术活动就其主导形态而论是属于群体性的，体现的是人际传播下的“人—人”关系，信息传递与感受反馈当面进行，从而共同构成艺术活动和谐而有机的整体。

在传统的民族艺术传播与接受中，许多都是以双方主体身心俱至的直接参与、直接感应并及时传递信息而进行活动的。从其活动行为本身来看，传统的民族艺术的传播与接受的直接性方式其实就是双方主体直接性参与方式。在这种“即时即地”亲身直接参与的活动中，包括传播者（表演者）与接受者在内的参与者双方的诸多感官、机能、才情（包括即兴调节与创造性表现）都可能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以尽可能多地捕捉信息并有所回应。信息的直接感应交流往往在客观上决定了审美接受者必须全身心投入其中。所以，人们参与传统的民族艺术活动时，其心理上的“在场”性的入乎其内，与行为上的亲身参与通常是—致的。审美接受者既在内心确认自己是文艺活动的主体，并以浓厚的兴味意趣将自己溶入其中，同时又以外在的亲身参与方式实现着自己的审美行为。这样的审美体验自然会是真切而深刻的。

这种传统的民间性的民族艺术传播与审美接受中的“人—人”关系的直接性、亲历性及群体化特性，其背后同样潜藏着丰富的文化精神。就中国众多少数民族来看，他们普遍在文化精神方面有一个极为相同或相近之点，那就是群体为本位的精神。这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生存现实诸多因素有关。在群体本位精神指导之下，传统社会的各种活动都往往以整体和谐为追求目标。即民族艺术在民间的表演、传播，通常具有原位性、“在场”性和群体参与性，这会营造出特有艺术活动情境，产生特有的审美效果——以某种艺术形式在创作者或表演者与受众共同生息并熟悉的环境中展现本民族的历史或现实生活，自然会感到亲切并因此而身心俱至地投入；在此情境中，创作者或表演者与受众往往会当面直接感应交流、相互感染，融为一体继而即兴生发，甚至出现人人都成为创作或表演主体的“忘我”境界。《蒙古秘史》最早记录了蒙古族古典舞蹈激昂奔放的气势：“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溪，没膝之尘矣！”流传很广的民间歌舞《安代》继承了蒙古族古典舞蹈激烈豪放的传统风格，“通宵达旦的高歌狂舞使人如醉如痴，不能自抑。许多人把喉咙唱哑，把崭新的布鞋踏裂，甚至顺手撕下蒙古袍的前襟，上下挥动着当作助兴的手帕”［2］260。其豪放激昂之情可见一斑。这是民间的民族艺术活动的又一独特魅力所在，无疑这同样也是包括高雅的、大众的等在内的其他非民间的艺术活动不可替代的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民族艺术传播与接受共同构成的完整的活动，正是在客观上为参与活动的各方创造着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特殊交际的环境。另外，实现主体精神的高扬，也是传统的民族艺术活动中接受主体直接参与的重要审美需求和指向。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艺术及艺术活动，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契合生命律动的最佳方式，它往往与人的生命发生共振。以许多民族的歌舞为例，合乎人的生命运动状态这一特点便使其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显示着一种生命状态的呈现，成为生命冲动的舒泄。因此，直接参与者往往会受到强烈感染并获得深刻的审美快感，进而激发起精神的振奋，使人的主体性得到高扬。

二

以上是对民族艺术的民间层面特性的历史性考察，认知所及主要是原生性的（含原位性）。其中有两个极为关键的要素，一个是原生性环境（包括自然的与人文的），另一个是本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习俗。那么，如果这两个方面的要素发生了大的变化后，情况会如何呢？

我们现在即从历史的回眸中转过身来，把视点落实到当下。显然，当下的许多方面已大不同于古往，宏观上看，这是一个以高科技、现代化为先导和基础，打破许多时空局限而形成全球化语境的时代。它首先以一种新的方式、新的冲击力影响人们的生活与认知，并不断引发人们的新的生存需求。尽管其中不免有种种负面的东西，但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它在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改变人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以至改变人们的生存关系与生存状态方面的突出的有效性，则还是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相对比而言，中国的少数民族多数处于偏远、闭塞地区，但在普遍意义上，他们同样不慢待，更不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所以，我们所面对的现状是，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或努力进入城市图求发展，或虽在故乡故土，却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及新的观念一同引入，以努力改变其生存条件与生存方式。

的确，较之于各民族艺术创生时期的古往，现在从环境（包办自然的和人文的）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些“要素”的变化，则必然导致民族艺术乃至民族艺术活动及价值判断上的变化。我们这里主要讲与民族艺术的民间性相关的两个方面的情况。首先从创作与传播方面看，民间艺术人才的明显稀少，甚至断代、失传现象出现。民间艺术人才，是世代置身于本民族特定地域环境、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优秀人才，是“源于民间融于民间的基层文化活动者”，而且通常具有过人的才艺智慧和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的极大热衷。他们生活于民族生活中，深谙其文化精神，在文化艺术的传承中处于前沿，尤其在民族文化的整合体—民俗文化的活动中处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民族文化艺术在其实践活动中得以加工、创新与保存，并代代相传；他们个人的东西渐渐融入了民族文化之中，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之一；他们从历史走来，带着民族历史文化的丰厚积淀，传递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所以，历史地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中，都必然有一代代民间艺术人才的突出、甚至是卓越的贡献。

可是，当下民间艺术人才这类传承主体的变化却是令人惊诧的。从上世纪末开始，我们便时时可以听到来自许多民族的关于民间艺人断代、技艺将失传的慨叹，包括抢救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呼吁，而且此类呼声愈来愈急，愈来愈大。

我们知道，那种真正的所谓的原生态地域性民族艺术，往往正是产生和存活于民间艺人“身上”的，即通过民间具体的有才艺的人创作与传承的。如民族地区民间歌、舞、戏等，只有当它们存在于现实的人们的身上时才算是保存下来，也只有“活”在艺人的“身上”才表明它的存在。而那些只留存于纸面上的乐谱、舞谱、脚本、程式等，则并不算生态意义上的存活；经过生活在都市文化氛围中的职业艺术家加工而搬到舞台上的作品，则又必然不可避免地带入方方面面的文人化、当代性的因素（通常看到或听到那种对这类艺术称作保持了“原汁原味”的说法，细究起来便知事实上往往是一种不实之词）。这便意味着，如果缺乏作为原生态地域性、民间性民族艺术的重要创作者与传承者—民间艺术人才，那么，便难以保证这种民间层面的民族艺术事实上的真正存活。而现实的如上所述的情况是，老的民间艺人越来越少，而在当代年轻人中真正的传人也已很少，这必然会对民族艺术的民间层面的存在情况产生很大影响。

其次，从接受群体方面来看。所谓“接受群体”，指包括参与某一文化艺术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有时甚至是可以超越地域与民族的。具体到某一民族文化艺术来说，当然主要是本民族的成员群体。从历史生成及传统结构方面看，一个民族的群体往往是相对集中地生活在某一特定地区。他们共同面对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遵循相同或相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形成相同或相近的生存状态。在文化上有其独特的“自组织”系统，即拥有自己的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经济手段等，并在此“自组织”系统中而构成某种群体模式与更内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的群体在共同的生产生活范式，共同的信仰习俗、审美价值取向等形成的内聚性文化结构的影响下，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与途径把本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渗透于每个成员身上。显而易见，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活动的进行，这种群体性的作用是最根本的。考察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凡是一个民族的艺术得以有机而稳固的传承，便无一例外地必然拥有这样的稳定的群体。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群体结构及其传承行为一经形成便一成不变，也绝非是说中国各民族艺术在以往的传承过程中未发生过变化。在发展观的视野中，变是必然的、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民族艺术活动也是如此。只是在没有经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冲击以至重构这样深层次的重大的变化时，其传统的稳态化的传承系统及惯性一般是不会有明显改变的。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变，科技发展迅猛，各种现代生活和现代文化形式交错演进，生活被艺术装点，艺术被生活同化，以电视传媒、时尚杂志、卡拉OK、休闲度假为表征的当代大众文化占据了艺术生产与消费的中心，而许多传统艺术却落入“边缘化”。从接受群体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如不少传统民间艺术的欣赏者大多只是老年群体，而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许多农村、牧区的青年进入城市。多彩多姿的城市不但是这些青年人打工谋生的地方，而且也是他们接受现代化生活和大众信息（当然包括众多的文化艺术信息）的场所。这里所提及的，当然远不是当代现实社会与文化景观的全部或典范，但却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其变化的广泛与深刻，以及不可逆之势。

从民间性的层面看当代民族艺术接受群体性的变化，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这样几点：一是中国当代民族艺术接受群体的变化中，存在年龄段的差异，就当下来看，可以50岁为大致界限，愈是年长者，其身上愈保留有较多传统中的东西，而年轻者中则更多现代化取向与趣味。这样，便不可避免地出现民族艺术传承上的代际间的错位。二是这种变化突出体现为价值取向的变化，即由生存（生活）价值而到文化—审美价值，与之相关便自然涉及艺术选择。三是民族语言的作用与意义是格外重要的。倘若一个民族的语言得不到保留和继承，那便等于丢失了本民族艺术传承的手段、依托，甚至根本，但这个问题在当代却很严峻。四是从“活”的艺术形态来看（不是像历史博物馆内存放着的固态物件），所谓民族艺术的真正的“原生态”越来越少，同时，其接受群体范围也在不断缩小。

通过以上从创作、传播到群体接受两个方面考察分析中国当代民族艺术在民间层面的现状，可以说，变化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由此实际出发，笔者进而认识到了多重构建的必要性。

三

民族艺术的“多重构建”，是在当代背景下而言的，因而也可以称之为当代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一种选择。所谓“多重”，主要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层面这“一重”而言的，即在纵向上形成从民间层面到专业层面的内涵丰富的立体结构，在横向上形成形态多样、各种表现形式与表现手段并举的开放域面。这样，既可以为民族艺术的生存与发展争得更多机遇与拓宽新的空间，又可以满足当代更多接受者不同的审美需求。

民族艺术民间层面的存在及特性，前面已作详述，现在着重从专业化层面来看。所谓专业层面的民族艺术出现，首先是其创作者、表演者与传播者等主体自觉及专门化所致。当然，这也正是文化发展、社会分工细化的一种体现。专业层面的民族艺术，主要由知识分子或专业艺术家遵循一定的专业规律进行创作、表演与传播，表现创作（表演）主体专业技能与水平，更要表现其独特的感悟、思考、发现，并以形式创新和个性突显为重要美学追求。除此之外，作为某一民族的专业层面的艺术，还应必须表现本民族的内容，传达本民族的精神（包括人文的和艺术美学的）。

传统的各民族艺术都具有一个格外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传承。长期的传承使其拥有了异常丰厚的积淀，但同时也往往会形成稳态性的人文心理结构与艺术表现形式。所以说，其中既有丰富的资源可开掘，又需要以更大的努力对其稳态性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及惯性化艺术活动模式的突破。这方面，有创新的民族艺术显示着自身优长。

一般而言，专业的民族艺术创作总是善于研究和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从外来文化中获得启迪，在开阔的视界中创造出新的原创性作品。这类创作中，艺术形式的创新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云南傣族人以孔雀为题材的艺术活动历史悠久，方式众多，其中以舞蹈为最。在《顺宁府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四时庆节，大小男女皆聚。吹芦笛，作孔雀舞，踏歌顿足之声震地，尽欢而罢。”原始形态的孔雀舞是一种民间的化妆舞蹈。舞蹈者仿照孔雀样子，面上戴孔雀的面具，或尖塔形白净菩萨面具（体现了孔雀与宗教的联系），腰上会有用竹篾、彩纸扎成的孔雀身子和尾巴，两手牵着孔雀翅膀，随着锣鼓的节奏舞出孔雀的动作。这套动作通常都有比较固定的形式套路：从孔雀出窝、下坡、起舞、找水、顾影、饮水、洗浴，直到展翅飞翔。整个舞蹈有着严格的步法和方位，已形成了一种既定程式。民间传统中的孔雀舞表演者限于男性，而且有着更多宗教仪式成分。［3］290－291现在，经过专业艺术家对于傣族传统的孔雀舞进行提炼和艺术创新，其欣赏价值与审美品味大大提高。首先，从形式上脱掉了传统的笨重的道具，换上了有孔雀形象象征性的长裙，并在表演时充分运用舞蹈语汇，体现舞者体态的曲线变化与艺术形象之美。通过这样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使这美丽的孔雀“飞”上高雅的艺术舞台。特别是经过刀美兰、杨丽萍等优秀艺术家具有个性化的、炉火纯青的舞台艺术形象创造，使艺术中的孔雀之美成为少女之美的化身，也使《孔雀舞》成为美好女性心灵世界的表现。此例可以表明：一方面，传统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民族艺术发展中具有很大的可开掘性和可利用性，另一方面，艺术形式的创新足可以使高雅的民族艺术实现新的美学超越。而且可以说，此例所表现出的情形是有普遍性的。

专业性的民族艺术的创新，往往是现代意识与民族精神自然融合的体现。现代意识是一种文化观念，是现代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民族传统在现代背景下的重新认识与适时提升，高雅的民族艺术中的现代意识是可以融通本民族艺术美学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征的。这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主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见出：其一，在新的创作理念指导下而进行艺术表现上的探索，以形成新的形式美感；其二，新的形式美感自然而相适地呈现新的现代气息；其三，艺术家在对客观现实生活深刻体验的基础上，用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思辨去创造与时代相适的艺术形象。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之下，面对经济的、文化的等方方面面新的变化、新的机制，作为富有开创精神和提升审美品格的高雅民族艺术，则更应该以新的现代意识去解析民族传统、利用其文化资源，并以积极的创新精神，创造新的艺术形象，展示新的艺术形式，突出新的艺术价值。如内蒙古广播艺术团、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等专业院团演唱的无伴奏合唱，云南的大型舞剧《阿诗玛》、大型舞蹈诗《云南映象》，内蒙古的独舞《翔》、《意如乐》和群舞《草原酒歌》，贵州的群舞《水姑娘》，等等，都是以新的美学理念进行创作的优秀之作，很受观赏者、特别是中青年观赏者的欢迎。

民间层面的民族艺术的创造与传播，离不开民间艺术人才，同理，专业化层面的民族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应有高水平的专门人才。与民间艺人不同，这一类人才一般都接受了现代知识的教育（大多数经过专门院校的培养），具有系统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化知识与专业知识）与鲜明的现代意识。他们有的在民族地区的基层生活与工作，而有的则身居城市；有的以文化艺术为职业，而有的则是业余为之，而且在创作、表演、组织、宣传、教学、制作等各个方面都有。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各民族地区的中高等艺术教育的快速发展，这方面的人员明显在增多。他们与民间艺人相比，除了受教育的条件、方式以及知识结构不同之外，普遍还有如下显著特点：能在一定的距离感中审视民族艺术，即既“入乎其内”，又能够“出乎其外”，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以开阔的视野进行选择和判断；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理性精神较强，能够从主客双向互动的多视角、多维度对本民族的文化艺术进行冷静的知性的客观分析与思考，并有能力作出富有学理的阐释；现代意识强，从观念到实践都与现实社会的诸多方面密切相关，适应性强，创新欲望（包括某些标新立异）突出。当然，与前者相比，其弱项也是显然的，对于民族文化原生态的感性体验不够，民间性弱化等。

进入现代知识分子行列的民族艺术人才的创作通常是具有明显的当代性的。笔者从一些民族地区的艺术院校到艺术团体，粗浅地考察分析当下的民族艺术创作，发现无论是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门类的创作，也无论是哪个民族地区的创作，其中都有一个十分趋同之处，即力图以现代通行的创作手法而尽量展现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资源，以期达到既有地区与民族特色而又能适应当代接受群体的审美趣味，同时又符合当代大众文化的运作逻辑。这事实上就是将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填入主流叙事的基本框架而运行。譬如蒙古族歌曲创作，有许多作品在结构与配器上都具有当代音乐创作中流行的模式特征。我们这里无意评说其利弊得失，而只是在指认其现象，并从一个侧面说明其显在的当代性。另外，作为艺术家的专业化创作，往往突出个性并力争创新为追求，这便自然形成了民族艺术大花园的丰富性与多彩性。

艺术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它的发展变化不同于科学的更新换代，凡是新的就一定是先进的或好的，或者是一种新的艺术表现方式的出现一定意味着原有的方式被替代。但是，艺术的存在与发展又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同样与相适的生存条件和激发其生命活力的系统机制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人类在剧烈生存竞争中，出于体现观念和情感表达的需要，开拓出种种新的艺术行为和表现方式，形成了艺术在人类的新的生存背景下的新的特色与发展轨迹。笔者认为，实现民族艺术的多重构建，正是当代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应该面对的新课题。当然，最后还须指出，民族艺术要保持其本民族文化的特质与精魂，就绝不能丢弃其根性的东西。一方面，民族艺术专业化层面的发展，原本即与民间层面的根性特质血脉相通的，或从中获得了重要资源，汲取了丰富的养料，所以，无论其在专业化的层面上如何求新多变，但最终不能脱离根本；另一方面，同根同源的民族艺术实现不同层面上的有机共存，目的正是在于通过向多层面的立体结构生发，从而获得富有张力效应的机制和多维性的丰富形态，既有利于拓宽其生存与发展空间，又可适应不同审美层面的受众需求。总之，合规律且与时俱进的多重构建，则可以使民族艺术在不断获得新的增长点的同时，更加富有生机地彰显其文化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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